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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候官研究述论＊

张 文 瀚

［摘　要］汉代的候官，是随着西北汉简的发现而渐次发展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近百年来，经过简牍

学者前后不断的努力，在汉代候官的职能与性质、组织机构与人员构成、内部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取得重

要的研究成就。但是，前人的研究结论亦须要认真梳理、修正和补充。以往学界以简牍资料为主的研究，

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汉代西北边郡候官，普遍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南部边境、内郡、诸

侯国等汉朝疆域内其他候官的设置、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汉代候官的置立与兴衰变化，联系着汉帝国政

治形势与策略的变化。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从简牍资料记录的候官日常工作中分析其运行机制、

形态和功能，集中剖析和评价候官与汉代政治关系、候官的历史作用，对认识汉代社会历史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也是今后研究应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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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汉代候官，兼有职官与军事候望机构两种内涵。已有研究者指出，史籍中的候官或指观测
天象物候、占卜吉凶，为朝廷提供天象预警的职官，或指分布于汉帝国境内担当军事候望职责的机
构①。由于史籍记载甚少，专门研究一直无从谈起。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大量的西北汉简资料
先后出土公布，汉代候官才开始为学界所识，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合汉代简牍、印
章、封泥等出土文献资料看，候官广泛设置于汉帝国境内，是维护边疆乃至内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欲全面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亦须重视对汉代候官的研究。
通观学术史，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在１９７３年发表的《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一文，是学术界

第一篇专门研究汉代候官的论文②。在永田氏之前，一些前辈学者的论著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候官研
究；与永田氏同时或在其后，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论及汉代候官，并各有贡献。大致说来，学界的
研究主要包括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候官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问题，候官系统的内部管理问题，
为候官日常运转和职能实现提供保障的后勤管理问题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界对汉代候官的研究
伴随了简牍学发展的近百年历程。同样，作为新兴的学科，简牍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
的成果，但在理论构建、阐释方式、研究方法、方向选择等方面，仍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近年
来，学界普遍关注的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描述化现象，在简牍学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回顾
汉代候官研究学术史，总结前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探索简牍学研究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
和努力方向，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下面，试对迄今为止涉及汉代候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评介，以期获得整体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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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

学界对汉代候官机构有所认识，最早是在２０世纪初叶。英籍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长城遗址调
查并发掘了大量汉文简牍文书①，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对这些文书进行整理②。在此基础上，罗振玉、
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分门别类考释简牍中的簿书及相关制度，创获甚多。王国维指出，汉代都
尉秩视校尉，候官隶属于都尉，等同于军候；候官的秩级和地位与校尉之下的曲相当，其秩级应是比六
百石③。王国维把候官置于地方军政系统之内，揭示了军政系统中候官和都尉之间的关系，对候官的
地位、级别和性质作了初步推测。这种认识尽管是粗略的，但在简牍学发轫之初，资料有限，研究条件
恶劣，这种认识实属不易。
作为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者，劳?对汉代边郡制度、亭鄣烽隧关系等都有深入研究。以简牍与史

籍结合论证，他肯定了王国维关于都尉与候官职守的正确判断，明确了候官作为候望机构的属性，进
一步阐明隧隶属于候，指出居延、肩水两都尉管辖的候官、候和隧三者之间具有统属关系④。但劳?
混淆了候官、部和部的负责人候长的区别，对候官、部和隧三者统属关系的判断存在失误。
以上王国维、劳?为代表，早期简牍学者的工作多限于排比事类，并与文献记载比勘，基本上停留

在以简证史的层次。从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取得突破的是陈梦家，他将考古学方法引入简牍研究，系统
运用居延、敦煌和酒泉等地发现的相关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记载，综合考虑简牍文字的内容和出
土地点等因素，在边郡制度、边防防御系统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陈梦家梳理了汉简所见居延
边塞与防御组织的基本状况，认为作为候官之长，候与候长皆居塞上警戒，乃是军候、斥候之候。候、
鄣候、塞候涵义相同，因候皆驻于鄣城之内，鄣在塞上与诸部候、诸隧构成一条防御战线，而候官是候
的治所⑤。陈梦家清晰地阐释了候与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区分了早期简牍学者常常混同候与候
官这种职官与机构的关系问题。但这种区分和对候官机构属性的判断仍然是初步的。
较为准确地揭示候官职能与性质的是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永田英正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

中心，专门分析了以前学界知之甚少的汉代候官职掌及候的人事任免权等问题，指出候官统辖并严格
管理监视候隧（应为部隧），向候隧传达都尉府的命令，向都尉府汇报前线情况，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在
都尉府和候隧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此外，候官还负有考评官吏，处罚渎职吏员，受理吏卒诉讼，批准吏
卒休假，向吏卒颁发通行证明等诸多职能。永田英正认为，候官实为边境军事地区公私经济生活的中
心，不仅是统辖候隧的军事基地，还起着兵站基地的重要作用⑥。他在对汉简簿籍进行集成时，也时
常涉及候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永田英正的这些研究，使学界对候官的职能和属性有了较为全面的
认识，奠定了汉代候官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在以居延新简为代表的更多西北汉简材料陆续公布以
后，他的某些说法也有斟酌余地，特别是在候官的实际运作和管理手段的研究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
待推动。
永田英正之后，李均明利用居延新简等新出土的资料，在汉代候官特别是甲渠候官的研究方面做

出了新的贡献。他认为，候官是长城防线的一级组织。对汉简中资料集中、有典型代表性的甲渠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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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Ｅ．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ｃｏｕｖｅｒｔｓ　ｐａ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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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９页。
劳?相关论著有：《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本第２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版，
第１５９～１８０页；《释汉代之亭鄣与烽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９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年版，第５０１～５２２
页；《汉代边塞的概况》，《边政公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第３卷第１期，第４８～６９页；《汉代的郡制及其对于简牍的参证》，《傅故校
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１９５２年版，第２９～６２页；《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０
年版，第３７页。
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６～４７页。
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３７１～４１４页。



官，他指出甲渠候官是居延都尉府属下的一级屯戍组织。这种对候官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没有
完全概括出候官的性质和职能。
在永田氏研究的基础上，方孝坤试图对边塞候官的职能作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候官不仅是汉在

西北边塞设置的军事机构，同时跟地方官相类似，还负责政治、经济、民事处理等方面的职能。除了军
事职能之外，边塞候官可以处理屯戍士卒及随行家属的一些民事纠纷，具有处理候官以下的戍卒诉讼
的职能①。总体上看，方孝坤对候官职能的认识并未超出永田氏的范围。
学界对汉代候官的研究，主要利用汉代居延屯戍区甲渠候官等鄣隧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学者

们注意到，甲渠候官应是居延屯戍区规模最大的候官，反映了汉代候官的典型特征。综合学界的研究
与简牍资料看，汉代边郡候官的职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候官督率诸部吏卒候望敌情，传递烽火，防
御匈奴、羌等少数民族武装入侵。另一方面，候官充当所统辖塞防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为机构的正常
运转与吏卒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在汉帝国的统治体系中，候官上承都尉府、郡、朝廷以及中
央机构的命令，将其下达各部烽隧，并贯彻、落实于吏卒的日常工作中。候官既是整个候官塞的信息
中心和集散地，又具有处理机构内部吏卒矛盾、审理和裁决吏卒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威和职责。
可以说，学界对汉代边郡候官的性质和职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但汉帝国在内地所设候官的

职能却有所不同。已有研究者提出，在汉朝内地如京畿地区、地方郡国，亦设置一定数量的候官，目的
是为了候伺地方诸侯势力、豪滑大姓、不法吏民的不轨行为，充任镇压社会动乱的力量②。具体而言，
这类候官的职能还包含哪些方面，对其机构性质的判断是否完备妥当，史籍中出现的为朝廷提供天象
预警信息、占卜吉凶的候官与这类候官有何联系与区别，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充分挖掘传世史籍
和出土文献资料的线索和信息，选取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还需要更多学者进行长期或专门讨
论才能获得解决。

二　候官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王国维、劳?等人对候官的组织机构认识过程中，大致勾勒出了候官组
织的基本形态。如劳?曾编订了边塞职官系统的状况表、汉简中的候官隶属关系表等，显示了候官系
统的基本构成。他对王国维编制的敦煌郡边郡系统中的鄣塞机构职官设置做了重新梳理，针对宜禾
都尉、玉门都尉之下的候官乃至部隧情况，与居延汉简所见居延都尉、肩水都尉之下的候官系统进行
排列对比。对一些重要的候官，如甲渠候官，劳?列出甲渠候官之下有六候（实际为候官辖属的诸部）
五十三烽隧③。劳?的研究揭示了汉代鄣塞乃至候官体系的基本状况。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考
古学遗址、简牍出土方位等空间因素与简文反映的机构位置关系，研究取向上注重印证与补充史籍记
载，而对汉代边郡制度与组织系统全貌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具体到候官方面，出现了不少错漏之处。
从研究方法上看，陈直与之前的学者有很大的共同性。他分析考证了居延汉简所见的官名，将汉

代边郡官制系统分为太守系统、都尉系统、属国都尉系统、县令长系统、候官系统、鄣塞尉系统等十八
个系统。陈直认为，汉代太守指挥都尉，都尉指挥候官；候官之下有候长，候长之下有隧长④。陈直清
楚地认识到了候官所处军政系统的基本关系，但他误将候官和鄣塞分属不同系统。
由于综合运用考古学等研究方法，重视考古资料、简牍文字、空间位置等各种要素，同样利用居延

汉简（习惯称旧简），陈梦家对候官组织机构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⑤。他明确指出，候之治所称
官或候官。每一候官所辖塞约百里，戍吏有丞、掾、令史、尉史、士吏。尉史、士吏、令史都是候官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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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坤：《候官职能述补》，《敦煌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６２页；《汉代候官的诉讼职能———基于居延新简的考察》，《武汉大学
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５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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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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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汉简缀述》。该书共收入１４篇论文，撰写时间从１９６２年初到１９６６年。其中的《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发表于《考古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１期，第５５～１０９页。



吏。尉史与令史仅限于候官一级，而士吏是低一级或部候的属吏（实际上士吏是候官派驻诸部的戍
吏）。同时他又认为，士吏似乎直属于塞尉，分驻诸部。候官之下的部隧机构，部有候长、候史和士吏。
部吏或主吏有七至十一人不等。部卒有一二十人或数十人不等。而其下的隧有六、八所不等。隧人
数一二人或五六人不等。除隧长外，隧史、助吏等下级小吏较为少见①。此外，陈梦家系统阐释了汉
代的烽隧制度，认为烽隧吏卒的主要职责有谨候望、通烽火、惊戒便兵等三种②。陈梦家利用２０世纪
初西北汉简资料和研究数据，揭示了包括候官这种候望系统在内的汉代屯戍体系，候官组织内部的层
级设置及人员状况较为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除了某些具体论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总体上看陈
梦家的研究是明显的进步。
永田英正对候官的构成与规模的大致情况也做了推测。他认为，王国维对候官之后秩级的推测

是正确的，候官机构除了长官候之外，还有作为佐官的尉，称塞尉或鄣尉，武官中有士吏，文官中有令
史、尉史等数人，候官的吏卒规模约１００人左右，一个候官的候隧数如甲渠候官所示，至少有２０个部
（永田称之为候），８０个隧。候官管辖下的候隧，大概有一百几十人的吏和四五百人的戍卒③。相较陈
梦家而言，永田氏对候官构成的认识显得较为粗疏，并且也有混同候官的下级部与候官之长候的现象。
吴昌廉较早注意到甲渠鄣在汉代边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甲渠候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对甲

渠鄣的候官组织系统、甲渠鄣所辖部隧的职责作了详细考证。他还将鄣隧制度与汉代军制进行比较，
并阐述了鄣隧与郡府、汉廷的关系④。吴昌廉对汉代候官的研究较为全面，也比较深入。但是，由于
他利用的材料基本上限于居延汉简（居延旧简），加上早期的简文存在不少误释的地方，其不少论点有
待商榷和补充。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居延新简出土公布之前，学者主要依托居延汉简开展研究，造成对候官组织和

人员构成的认识并不确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先后组织了对居延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的调
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汉简资料⑤。此外，在西北其他遗址的考察和发掘也有重要收获⑥。多次
考古发现，使学界对居延地区乃至河西地区的汉代鄣塞烽隧分布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⑦。居延新简、
敦煌汉简、额济纳汉简等大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并公布，为研究汉代候官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由于居延新简大多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故其中涉及甲渠候官的第一手资料甚为丰富。李均明

利用这些材料，在汉代候官特别是甲渠候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论文如《汉代甲渠候官
规模考（上）》《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下）》《居延汉简居延都尉与甲渠候官人物志》等，深入分析了甲渠
候官的整体规模、人员构成、吏员俸禄及秩级情况，讨论了候官、部、隧的隶属关系及组织关系、阐明了
城鄣亭隧的分布及粮仓、驿置和厩的设置情况⑧。在候官的组织构成方面，李均明的研究成果大多坚

·６１１·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②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第３７～９６、１５３～１７８页。
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３７１～３９５页。
吴昌廉的论著主要有：《汉居延甲渠鄣塞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边郡研究举隅》（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
所１９７８年；《汉代边郡鄣隧组织———汉简与汉代边郡制度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１９８３年；《汉
代边郡障隧制度之真相》，《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版；《汉代边郡“部”之组织》，简牍
学会编辑部：《简牍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６５～１７４；《汉简所见之候官组织》，《简牍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３７～１６４
页；等等。遗憾的是，吴氏的硕博论文没有公开发表，只有内容摘要可见，不能进一步参考利用。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５。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敦煌汉简》附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１～９２页。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隧遗址调查报告》，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６２～８４页；魏坚：《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发掘述要》，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１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一）（二）（三）（四）（五），上海：中西书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版。
如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木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第１～１４
页；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第１５～３３页；李岩云：《１９９８年敦煌小方
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３２～１３８页；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
的简牍》，《敦煌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８８～９２页。
吴秖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３５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１～９２页。



实可靠，为学界广为引用。但是，其中的某些结论亦须修正。此外，他的研究较少涉及日常运行、管理
手段等认识甲渠候官机构不可缺少的方面。
宋会群、李振宏对汉代甲渠候官的建制规模和部隧设置亦有深入考证，认为甲渠候官辖１１部。

这与李均明认为甲渠候官常设１０部有所不同。虽然学者们多认为后者结论可能更为可靠，但结合简
文，前者的观点也有可能是某一时期候官建制的特殊情况，似乎不应完全否定。诸部内隧的设置、人
员、部界范围等，宋会群、李振宏得出的结论与李均明相似。不过，宋、李对部、隧相对方位、可推定遗
址的现在位置都一一剖析明白，这有利于建立一种简明而直接的空间显示方式，从而为更好地把握候
官机构的存在形态和日常运转提供参照①。
甲渠候官部隧设置问题也引起了日本学者吉村昌之的兴趣，他把甲渠塞大致分为西部塞和东部

塞，这种划分基本等同于李均明、宋会群等人阐释的甲渠河北塞和河南道上塞的分别。在部隧的隶属
关系方面，吉村氏的观点也与前者相差无及。在部隧的具体方位和相对位置方面，吉村昌之对个别部
隧的判定更清楚、准确一些，并以图式的方式加以显示②。但整体上看，没有超出李均明、宋会群、李
振宏等人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候官所属烽隧的命名问题，如：孙兆华、蒋丹丹认为甲渠候官序数隧和实名隧

的职能无本质不同，命名特点与汉代的人名、里名相似，如体现汉匈关系对立、追求武功、追求长寿和
吉祥等③。黄艳萍根据烽隧的存在情况、所属候官、命名方法对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的烽燧进行整理和
归纳，认为烽隧命名一般以便捷性、鼓舞性、区别性原则为主④。一些候官下属机构中设置有邮亭，论
者无多。侯旭东则利用简牍中的“日迹”“出入名籍”与“螩”，论证了肩水候官!北亭与沙头亭的位
置。他运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值得借鉴⑤。
在候官的组织构成和戍吏的人员状况等方面，一些具体的研究也有收获。在对候官之长候的考

证中，陈梦家曾考证了居延汉简中甲渠候官的１１位甲渠候⑥。而李均明、刘军结合新旧居延汉简，考
证出了２５届共２３位甲渠候，并注意到了甲渠候的个人活动情况，列出了甲渠候的任期，为简牍断代
和其他人物研究打下了基础⑦。李振宏、孙英民对居延汉简中出现的人物以编年的方式加以考证，涉
及有确切年代的戍边人员一千四百余名；并以人物为线索，按姓名、职务、籍贯、年代等方式对散乱的
残简集中排比研究，候官等屯戍戍吏的基本状况清楚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大大方便了候官的综合研
究⑧。而这方面的工作中，何双全《甲渠候官汉简人名索引》对认识甲渠候官人物亦有较为重要的作
用⑨。
较为全面地对甲渠候官所属官吏人名及任期情况进行系统整理的是罗仕杰，他对甲渠候官候、尉

等长吏、候官的文书吏如掾、令史、尉史，部隧官吏士吏、候长、隧长等人名及任职年代分别进行整理，
并以表格的方式加以显示，对学界认识甲渠候官人物及关系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肩水金
关汉简的公布，其中与甲渠等候官有关的资料丰富了候官研究的取材范围，相应的对候官人物的研究
也更加有利，罗仕杰的甲渠塞人物研究也须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以人物研究为基础，深化对候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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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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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部燧考》，《史学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１４～２０页。该文收入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
社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９～１６５。
吉村昌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设置》，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２００１》（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０９～７２３
页。该文可能刊出时作了处理，文中提到的“甲渠塞部隧设置图”并未显示出来。
孙兆华、蒋丹丹：《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再认识———以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为中心》，《南都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
页。
黄艳萍：《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燧”及其命名探析》，《敦煌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候旭东：《两汉张掖郡肩水候官!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３２～４０页。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第３７～９５页。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３６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４～４５页。
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何双全：《甲渠候官汉简人名索引》，载氏著：《双玉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７０～８７９页。



构活动与变化、日常运转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对汉代边郡社会的认识①。
在候官之长候的编年研究方面，侯旭东在陈梦家、李振宏、孙英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肩水金

关汉简等新材料，将肩水候的任职者与任职时间做了梳理，包括五任候、六位代行候事者、二位守候，
时间跨度近８０年；并讨论了候行塞或出缺时的人事安排和“以私印行事”问题。侯旭东认为，与候的
私人关系在候指派代行候事官吏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而与官吏个人的秩次、能力无甚关联。侯旭东
注重从文书的封装、书写和递送形式等方面解读例行文书，其观点有说服力，值得重视②。长久以来，
学界认为肩水候驻在地湾。郭伟涛分析了封检、文书、邮书简中反映的肩水候驻地情况，提出肩水候
官位置确定，而肩水候驻地不同时期存在移动的情况，这一新见应予以肯定③。
对于候官所属部吏职责和基本状况，不少学者有所关注。刘军以甲渠候官之下临木部为例，论述

了候长的职责，认为候长是候官下属诸部的负责人，职能主要是指挥边塞诸隧巡逻和候望，防御地方
侵扰，处于邮驿路线的候长，还要对邮书的传递负责④。永田英正讨论了候史的职掌及职务分担问
题，认为候史是候官下级的部中仅次于候长的吏，辅佐候长进行巡查和日迹，候史的本职是书记，担负
包括部所属各隧的全部书记这一重要任务⑤。候史起到候长的副贰和文书官的作用，这是正确的。
但候史未必担任各隧的文书工作。因为居延汉简中的隧，是有能力制作文书的，以隧为单位向候官呈
报簿籍文书的例子在简文中多见⑥。
于振波论述了基层边塞防御组织候长、隧长的任职资格、爵位、权责、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认为

候长、隧长爵位均属民爵，大多经济收入较低，都属于役吏，具有亦民亦吏的特征⑦。分析结论允当。
孟志成对候长、候史的任用和奖惩、候长隧长待遇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候长任用权归都尉府，隧长任
用权在候官一级。候官在日迹、秋射、隧务等日常工作方面对候长、隧长管理严格，奖惩分明。其说大
致可从⑧。高荣、张荣芳认为候长与候史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候史常以候长副贰的身
份处理部内各项事务；候长总揽所部各燧，候史则主理一燧或数燧；候长空缺或不在署理时，由候史代
理其职⑨。这些研究基本上理清了候官中部的吏员职责及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发表关于地方行政及军政系统吏员的论作，对深化关于候官戍吏的认识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如刘晓满提出，秦汉时期令史普遍设置于县级政府机构，东汉时仅仅设置于候官，其最基
本职能是掌管文书簿籍，参与各种具体政务处理瑏瑠。李迎春认为，尉史在汉初主要是尉的直属吏，西
汉中期之后演变为县廷和候官之吏，以辅佐令史处理文书、直符等日常行政事务为职瑏瑡。王之璞认
为，士吏设置于候、尉之下，或驻候官鄣戍卫，参与起草部分文书；或被派驻烽隧加强防御力量，并代
候、尉行使管理权瑏瑢。
此外，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对候官机构及组织体系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值得肯定。如罗仕杰、邢

义田等分别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遥感观测等新技术，结合考古调查报告，对额济纳河下游居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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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区的烽隧城鄣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确定屯戍区内城鄣亭隧遗址，包括候官鄣隧遗址的空间位
置、分布情况，推定具体城鄣亭隧遗址方面，收获喜人，对重建汉代屯戍区的边防系统、推进候官研究，
亦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①。

三　候官系统的内部管理

在一万余枚汉代鄣隧遗址出土的简文中，反映候官系统日常工作的占有大部分，这为学界认识候
官的内部管理提供了条件。不少学者的论著对候官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多少有所涉及，有助于我们正
确认识候官。
在对居延汉简簿籍简牍按出土地点、书写格式进行分类集成的基础上，永田英正提出，从簿籍标

题上可以看出，候官要求候（应是部）、隧提出各种吏卒名籍、勤务记录以及物品清单等，表明候官负责
候隧的管理和运作②。某种意义上说，永田氏所做的简牍集成，大部分是候官机构日常管理工作的记
录。永田英正从中得出统属候（部）隧的候官是行政文书作成的最末端的基层机构。利用各种书式的
簿籍文书进行相互核对以及其他的簿籍审核制度，实际构成了汉代文书行政的重要部分③。按照永
田氏的观点，文书行政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这也反映了候官等屯戍机构行政管理工作的实
质，实属卓识。
候官的人事管理方面，永田英正提出，候官等军事机构对吏卒的管理、控制机制是非常完备的。

在人事权方面，候官之长鄣候无人事权，候官少吏的人事任免权在都尉府④。其论可从。李天虹则进
一步讨论了候官的人事权问题，认为候官少吏的任免制度可归纳为四个方面：被任用的吏，身份一般
是已经为吏、曾经为吏及平民除任为吏三类；除吏的资格包括文笔好、身体好、家境好等条件；吏职被
免的原因有不称职、犯罪、身体久病、家境贫寒等；任免权归都尉府，但候有时有候官少吏的任免权，少
吏出缺时候请都尉府令邻县调补，则任命权归县。李天虹的观点是对候官任免权问题的丰富和补
充⑤。
在候官的管理制度、奖惩制度方面，李振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代屯戍管理制度方面的论文，深

入分析了汉简文书对屯戍机构内部管理的意义，不仅为我们认识候官的内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而
且有不少内容直接反映候官对部隧吏卒的管理状况。如李振宏认为，戍吏日迹簿、劳日的计算办法、
秋射中的赐劳和夺劳，构成戍吏劳绩制度的主要内涵；考查一般戍吏的劳绩，依据的是吏病及视事书
卷制度；上计考课制度，是考核各级戍吏劳绩的重要手段，而候望系统中由候官主持上计考课；戍吏除
迁黜陟制度中，候官署下的各级官吏，确定其功劳的实际权力在候官⑥。经过对屯戍管理工作的条分
缕析，理解汉代候官等屯戍机构内部复杂繁琐的日常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在屯戍机构戍卒管理方面，
李振宏指出，各部编制包括戍卒失亡名籍、病卒名籍等戍卒名籍，戍卒日迹簿、省卒日作簿等簿籍文
书，并由候长或候史按时上报候官，接受候官的管理、督查和控制，同时，候官对戍卒是否勤于职守、被
兵情况，是否熟知烽火品约等工作状态，进行督查和考核，执行严格的奖惩，最终实现对戍卒有效的管
理⑦。论证精到，足以采信。
从简牍记录看，吏卒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构成候官日常运转的基本面貌，也是候官日常管理的重要

内容。在吏卒的日常活动方面，学界对边塞吏卒日迹巡查、候望备虏、追捕逃犯、邮书传递、运输营建、
修治器物、治理河渠等活动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描述了候官等边塞机构人员活动的整体面貌，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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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候官的工作实态①。而一些学者则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屯戍机构的行政法规和管理手段方面，如
刘军、均和分析了“行塞”这种对边塞屯戍工作例行检查的管理手段的内容和意义②。李均明分析了
居延汉简中的行政召会，认为召会通知、召会登记、召会应对、违约惩罚等构成文书行政的主要内
容③。实际上，行塞和召会作为候官等屯戍机构最重要的行政手段，对候官的日常管理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张文瀚注意到候官的运行机制问题，他以汉代居延屯戍区的甲渠候官
为研究对象，着力于候官机构日常工作的分析，探索了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等三种重要手段对候官
日常管理的意义，进而勾勒了汉代边郡候官的运行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代军事机构的
运行的核心问题，不仅候官以这样的方式管理部隧吏员，都尉府甚至如张掖郡等边郡也是以类似的方
式实现对下级机构的管理的。这种研究路向有别于前人之处在于，不仅关注候官的基本职能，而且在
微观的层面，尝试揭示汉帝国统治实现的途径。这样的研究角度亦应引起重视④。
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候官下属部的情况，如齐银生认为候部的运作和吏员管理是边塞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候部的运作分担了候官的负担，为烽隧起带头作用，候部重视吏员的严格选拔，为边塞培养
了人才⑤。孙兆华等对居延屯戍区甲渠候官下属的睠庭部的命名、屯戍活动时限、地位的特殊性等问
题提出自己的见解⑥。总体上说，以部为个案的研究较少，涉及部与其他屯戍机构关系方面的研究仍
显欠缺，这限制了对部的机构运作特征的充分认识。

四　候官的后勤管理

后勤工作主要为整个候官机构的运转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简牍中有关于候官机构钱、粮、兵器
等各类物资的预算、运输、贮存、发放等内容的记录，学者们据此探究汉代边塞候官等机构的物资消耗
和后勤供应等问题，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在候官吏卒的服装供应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分
汉朝政府承担供应和吏卒个人配备两种情景⑦。而学界的研究也基本证明了候官吏卒的廪食、食盐
配给标准⑧。在吏卒的兵器配备方面，初师宾、陈鸿琦、赵沛、张小锋、李天虹、张显成、黄登茜、韩勇等
对边塞吏卒的兵器装备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考证，这些研究基本理清了候官等边塞军事机构兵器等主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相关论著主要有张春树：《汉代边塞上吏卒的日常工作》，载氏著《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４３～
１７０页；于豪亮：《居延汉简中的“省卒”》，《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３～２１７页；吴昌廉：《汉代塞上
隧卒之职责》，《简牍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７５～１８９页；李振宏：《汉简“省卒”考》，《史学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８～１２
页；王震亚、张小锋：《汉简中的戍卒生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２辑，兰
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８页；李天虹：《居延汉简薄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１～
１３５页；张俊民、李永平：《汉代边境巡逻制度浅析》，《西北史地》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２３～３１页；赵沛：《居延汉简见西汉时期西
北塞日常勤务制度》，《西北史地》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１７～２５页；等等。
刘军：《汉简人事管理研究之一———行塞举与离署申报》，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
究》第１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３～９７页；均和、刘军：《汉简举书与行塞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２辑，第１４９～１５４页。
李均明：《居延汉简所见行政召会》，载氏著：《简牍法制论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９页。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４～２８页。
齐银生：《从甲渠候官简牍探析候部的运作及吏员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
孙兆华、蒋丹丹：《说“睠庭”》，《鲁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６５～７０页。
相关论文主要有：冈崎敬：《论汉代边境兵士的被服》，《东洋史研究》１９５３年第３号，第２５６～２７３页；上官绪智、刘玲娣：《秦汉
时期的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南昌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６４～６７页；赵沛：《居延汉简所见边军的服装
配给与买卖》，《辽宁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８６～９０页；等等。
相关论著主要有：管东贵：《从汉简看汉代边塞的俸廪制》，《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

４５８～４９５页；森鹿三著，金立新译：《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
研究译丛》第１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０～１１２页；马建华：《从河西汉简“廪给簿”试谈边塞吏卒生
活》，《西北史地》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３０～３９页；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２
期，第６６～７１页；李天虹：《居延汉简吏卒“廪名籍”探析》，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３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２８～３３８页；邵正坤：《汉代边郡军粮廪给问题探讨》，《南都学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１～１５页；朱奎泽：《汉代
西北屯戍系统粮食分配问题探析———以汉简资料为中心》，《中国农史》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４８～５９页。



要物资的来源、装备、配置、管理状况①。关于候官候及属吏的俸禄问题，劳?、陈直等都曾做过研究，
虽有收获，但结论亦有不当之处②。陈梦家对居延汉简中所见的俸例和俸禄问题的分析和考证则显
得十分透彻和清晰。他对候官档案中的奉名籍依奉钱多少顺序加以排列，从候、塞尉等长吏以至基层
部隧少吏，奉钱高低及不同时期的多少变化，以帛、谷等代奉情况，均有精当的分析和议论，汉简中反
映的候官等机构吏员的奉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③。这一方面，谢素珍④、王廷恰⑤、施伟青⑥等对居延
屯戍机构的官俸问题亦有讨论，丰富了对该问题的有关认识。
一些研究汉代军事后勤、军费问题的论著，如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⑦，黄今言、陈晓

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⑧，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等⑨，有助于我们对汉代
边塞候官后勤问题的认识。其他一些利用汉简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论著，数量较多，涉及汉代边塞地
区粮食、商品、物价、财政、社会消费方面，对认识候官的后勤问题也有所帮助瑏瑠。在前人研究积累的
基础上，张文瀚从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诸环节入手，分析了候官的物资消耗总量和供应问题、候
官机构的财权问题，得出财政和经济手段对候官等军事机构实现有效管控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并试图
揭示汉帝国军事经济制度、财政制度在边郡地区的贯彻和执行状况，这是以往学者很少涉及的层
面瑏瑡。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一些利用居延汉简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如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

会》，马先醒的《汉居延志长编》瑏瑢，赵宠亮的《行戍备役———汉代河西边塞吏卒生活研究》瑏瑣，日本学者
富谷至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瑏瑤，孙占鳌、尹伟先编的《河西简牍综论》瑏瑥，等等，也为我们认识汉代候
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五　以往候官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从以上简略评介可以看出，随着简牍学的发展，汉代候官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淀。不过，
迄今为止相关成果虽然不少，但对候官进行专门或系统研究的论著仍不多见。目前所见研究汉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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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著如：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第１４２～２２２页；
陈鸿琦：《前汉边郡障塞兵器探微》，《简牍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第２３５～２５６页；赵沛：《居延汉简所见〈兵簿〉〈被兵簿〉———
兼论居延边塞兵器配给》，《西北史地》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２０～２９页；黄登茜：《汉简兵簿与汉代兵器论考》（硕士学位论文），西
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１年；李天虹：《居延汉简薄籍分类研究》，第９０～１２０页；韩勇：《汉简所见边塞兵器装备及其管理制度》（硕士
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
劳?：《关于汉代官俸的几个推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１９５１年第３期，第１１～２２页；陈直：《西汉屯戍研究》，载氏著《两
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１６页；陈直：《居延汉简综论》，载氏著：《居延汉简研究》，第２１～
２３页。
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汉简缀述》，第１３５～１４７页。陈梦家据居延汉简列出汉武帝之后屯戍机构不同等级吏员月奉表，
其中仅列出候的俸禄为３０００钱，居延新简有候月奉６０００钱记录，如简ＥＰＴ５·４７“五凤四年八月奉禄簿”中有“候一人六
千”，可补充。
谢素珍：《大湾出土之汉代“奉用钱簿”》，简牍学会编辑部：《简牍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７期，第４４５～４５６页。
王廷恰：《居延汉简中的俸钱名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５３～５７页。
施伟青：《汉代居延戍边官吏的俸钱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８～１４页；《汉代居延官俸
发放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１０３～１１４页；《关于汉代居延官吏同官异俸的问题》，《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１～６页。
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第６３～６９页。
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６～１０２页。
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９１～１０４页。
相关论文如：陈直的《居延的物价》《居延简中所见庸工价值》《边郡黄金代替货币问题》，收入氏著《居延汉简研究》；张南：《西
汉居延边塞货币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８页；罗庆康：《〈居延新简〉所记的西汉物价研
究》，《安徽史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６页；杨剑虹：《汉代居延的商品经济》，《敦煌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６０～１６７页。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１１～１２０页。
马先醒：《汉居延志长编》，台北：国立编译馆２００１年版。
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孙占鳌、尹伟先编：《河西简牍综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官的论著，从材料选取上多以简牍为主，研究目标集中在汉代边郡候官。大量存在的汉代印章、封泥
等与候官有关联的材料，能够更正学界关于汉代候官大多设置于边郡、内地无候官的认识局限，促使
重新思考候官与汉帝国的政治布局和战略考虑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此有所讨论，但深度和广度
不够，专门的研究仍属薄弱。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１．对汉代候官进行专门或系统研究的论著不多，研究结论方面也存在不少有待商榷、修正和补充
的地方。汉简的发现和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数以千计，近年来仍不断有研
究成果问世，遗憾的是，虽然经过了不少研究者的梳理、总结和补充，但相当数量被证实的成果、结论、
判断并没有被后继的研究者充分吸收和梳理。不少研究者自说自话和有意无意地忽略不仅是对前人
研究不够尊重，也是今天简牍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另外，以往对汉代候官机构的基本职责、设官
分职等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基本属于静态的、传统的制度史领域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历史时期
候官设置和运行的动态变化。对候官的起源、性质、演变过程，候官的财权和经济职能，与汉政府的统
治体系如郡国、都尉、县和乡等各级机构和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①，存在明显不足。

２．学界以往的研究以简牍资料为主，把学术视野局限在汉代边郡候官方面，主要为西北边郡地区
的候官。研究材料最多的甲渠候官，研究者的工作也基本上局限于考证甲渠候官的机构组成、职掌、
人事管理、后勤供应、日常运转等方面。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为数不少的汉朝疆域
内其他地区候官的情况，如汉帝国的南部边境，内郡及诸侯势力强大的郡国候官的设置。和边郡一
样，汉政府在内地广置候官，作为汉帝国政治战略的重要部分。虽有学者作了初步研究，整体上学界
对候官维护汉帝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候官历史作用的意义认识不足②。

３．学界以西北汉简文书为主要资料的候官研究，乃至其他汉代军政组织机构的研究，近年来似乎
走入困境。学界在利用西北边塞出土的简牍文书资料研究汉代社会方面，尽管以实证、考据为主要方
法，关于社会生活、名物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论著众多，但选题鲜亮、宏观、体现简牍学发展方向的
似乎并不多见。汉代边塞屯戍机构遗址出土的数万枚简牍资料尽管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并且仍有新
材料不断公布，但这些材料仅有数量上的积累，整体上很难说存在质的变化。学界对汉代边郡制度的
认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人们的认识似乎与劳?、陈梦家、永田英正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性质上并
无本质的不同。近年来的研究趋势表明，以新旧居延汉简为主的研究渐趋冷落，若无新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数万枚简牍资料将趋于沉寂，居延汉简百年来繁盛的研究局面也将不复重现。当然，这些简牍
资料的价值仍待充分挖掘。

４．不少研究者对简牍中汉代候官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琐事缺乏兴趣，对其中体现的运行机制
问题亦缺乏应有的探索。出土文书反映的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情况，尽管有学者做了一定的研
究，在候官的运转机制方面有所创获，但仅仅局限在候官对部隧下级实行日常管理的手段方面，尚未
把候官放置于边郡统治体系内，从候官与郡、都尉、县及其他屯戍机构关系中探究其日常运行机制。
而汉代候官的日常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是由各种简牍簿籍文书记载的细碎琐事体现的，西北边塞遗
址发现的这些簿籍文书，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屯戍机构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活动记录，因而在传世典
籍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今天多数研究简牍和汉代历史的学者，对屯戍机构年复一年、缺少变化的日
常工作也不感兴趣，故这一方面的论作甚为罕见。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汉代“帝国统治的基调是
反复出现的各种日常活动，包括各种文书的处理，巡行视察活动、定期举行的仪式性与非仪式性活动，
如朝会、祭祀、廷议、上计，各种物资的收集、调运等等”，“贯穿帝国历史的恰恰主要是这类带有高度重
复性的日常琐事”，“欲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统治机制，不能不对作为基调的日常统治加
以研究”③。如此看来，汉代候官每天从事的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恰恰是这些“贯穿帝国历史”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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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候官这样的军事机构与地方民政系统关系的文章，仅见徐乐尧：《汉简所见边郡军事与民政系统的职权关系》（《简帛研
究》第１辑，第１７３～１７６页）一文，其中讨论了候官属吏的任免权归属等问题，但其论点需要商榷。
张文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第９９～１０５页。
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１页。



常琐事构成了汉帝国边郡防御的“基调”。我们若要更全面地认识汉帝国的边郡防御和边郡统治，则
不能不对当时屯戍机构的日常工作和运行机制加以研究。
分析可知，出土文献所见的候官，大多是汉帝国境内广泛存在的重要军事防务组织。具体某一时

期汉代某些区域候官的设置与兴衰变化，背后联系着汉帝国政治形势与政治策略的变化。因此，今后
的汉代候官研究，需要在对各类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候官作全方位的梳理、排比、分类和考证基础上。
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变化，分析候官与汉代政治的关系，以全面认识和评价候官的历史作用。
针对简牍等材料充裕的汉代甲渠候官、肩水候官等候官，亦可以选取为个案，以候官的日常运转为中
心，展开综合性研究，以使全面认识汉代候官的基本形态，为汉代基层军事组织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
参照与比较的样本，进而认识汉帝国统治的形态与机制。同时，总结汉代在维护边境和内地地区的稳
定、治理地方军事机构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和军队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充分占有出土文献资料，采用新角度和新方法，汉代候官这一领域将会有非常宽阔的研究前景，对研
究汉代社会历史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作者张文瀚，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河南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河南，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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